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城乡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研究”
( 22VＲC129) 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初稿曾在第八届栗林论坛、第八届北京大学社会学博
士生论坛上宣读，感谢与会师友及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修改完善提出的建议。文
责自负。

① 本文所说的农村基层政府主要是指统辖农村地区诸项事务的乡镇一级政权。

“工作生活一体化”
与农村基层政府治理*

———以“城乡两栖干部”为例

郑博文 狄金华

提要:“城乡两栖干部”的日常工作生活形态构成理解农村基层
政府治理的重要线索。基于在西镇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工作生
活一体化”这一基本底色会使得西镇干部嵌入的时—空结构发生变
动，并要求该群体遵循相应的伦理规范，家庭及其对应的义理准则也

会由此凸显出来。这些变化使得“工作生活一体化”客观上能够起到
缓解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工作生活一体化”中暗含的城
乡空间、家庭生活拆分状况与伦理结构的关联或许是以人为中心的
政府行为分析的有效抓手。
关键词:城乡两栖 家庭拆分 行动伦理 基层政府治理

一、导论: 干部的“城市化”与农村基层政府治理

农村基层政府①治理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积累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农村基层政府位于行政体系与乡土社会交汇点的结构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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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得研究者既需要分析科层制的治理逻辑，还需要在基层政府与乡土

社会的交织渗透中理解权力运作逻辑。沿袭该分析取径的一系列经典研
究表明，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对地方性知识的熟谙、地方关系结构的调动
以及乡村情理资源的融合是农村基层政府有效完成政策任务和实现国家

治理目标的关键( 孙立平、郭于华，2000; 吴毅，2007) 。然而，新的干部录用
方式和干部的“城市化”改变了“本地人管本地事”的传统，“外地化”成为基
层政府干部队伍的新特征( 强舸，2023) 。大部分基层干部不再是本土本乡
的，而是在乡镇工作，但几乎都定居在县城，普遍成为“城乡两栖干部”。①

在研究者看来，“外地化”的基层干部会因为缺少本地“社会关系结
构和利益连带”，而无法借用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与情理资源去弥合国
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张力( 狄金华，2019) ，也就难以保证治理的有效性。
新近关注县域干部群体晋升情况的研究则发现，地理空间与职位级别交

错的晋升机制能够为面临“科级天花板”的县域干部群体提供潜在激励，
而基层干部的城乡两栖是形塑这一隐性晋升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陈家

建、赵阳，2020) 。强舸( 2019) 亦注意到基层干部的“城市化”对上下级官
员互动的影响，发现相比于县直机关干部，县级领导更为注重对城乡两栖

的基层干部进行个人化补偿以弥补组织激励的不足。以上研究表明，农
村基层干部的“城市化”会深刻地影响政府治理实践和官员的行为逻辑。
由此，干部的“城市化”构成理解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一条新的理论

线索。不过，既有研究虽对此已有初步涉及，但在分析上仍存有许多力所
不逮之处。就基层干部与乡土社会的联结而言，尽管城乡两栖干部逐渐
成为基层政府内部主要的人员类型，但后续并没有研究表明基层政府内

部的动员和执行能力大幅下降。那么，城乡两栖的基层干部何以能够实
现有效治理就有待进一步追问。就政府内部治理来说，既有研究集中探
讨了干部的“城市化”对晋升、上下级官员互动的影响，但干部“城市化”
对基层政府内部日常运作实践的影响却始终处于研究者的分析视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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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乡两栖干部”概念源自朱晓阳( 2018) 概括的“人身—家庭”撑开在乡村—城市空间中
的“城—乡两栖人”。尽管原初概念关注的入城农民与本文聚焦的基层干部是两类完全
不同的行动群体，但后者同样身处城市化进程之中，其工作生活环境也包括乡镇和县域

城市。在此意义上，本文化用此概念，用“城乡两栖干部”指代过着“城乡两栖”生活的基
层干部。



外。本文尝试弥补上述研究缺憾，继续围绕干部的“城市化”这一理论线
索深入讨论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本研究对于拓展中国

政府行为研究视域的意义与价值。

二、文献回顾: 农村基层政府治理与干部的
工作生活形态

( 一) 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困境与干部的社会关系互动

农村基层政府位于行政体系末梢，与乡土社会直接对接，这一结构性

位置深刻地影响着其有效治理的实现。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传递
中，基层政府面临着异质性巨大的治理任务，且承载着沉重的治理负荷

( 狄金华，2020) ，还因为需要频繁接受检查考核，承受着较大的任务完成
压力( 艾云，2011) 。与此相悖的是，基层政府拥有的治理资源却相对匮乏
( 付伟、焦长权，2015 ) ，能提供的组织激励也很有限( 强舸，2019 ) 。另一
方面，崇尚情理至上、差别化关联的乡土社会与基层政府在利益目标、行
动逻辑方面可能存在矛盾和张力( 曹正汉、史晋川，2008; 折晓叶，2008; 彭
玉生，2009) 。如此，基层干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就需要运用能被乡土社
会接受的多重逻辑话语和行为，达致情理有序，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进
行权力运作( 周雪光，2019) 。
缓解上述由农村基层政府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形塑的治理困境，是基

层政府的有效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社会学者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观
照这一主题，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理路。具体而言，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
理解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研究者，重视国家权力的实践形态，特别关注基

层干部使用的权力行使方式中暗含的“地方嵌入性”，以及这种“地方嵌
入性”与国家权力强化之间的关联在缓解基层政府治理困境中起到的作
用( 孙立平、郭于华，2000; 吴毅，2007) 。行动伦理研究是对这一分析理路
的拓展，该理路强调“社会”是由“关系”所连接起来的行动者组成，从而
重视权力实践的社会基础，聚焦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和权力实践过程，关

注政府干部行动背后的伦理意涵在缓解基层政府治理困境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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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飞舟，2018，2019; 林叶，2018; 狄金华，2019 ) 。从组织学角度审视政
府治理的制度逻辑的研究，则是以宏观、抽象的多层级政府角色之间的
权力配置和权责关系为背景，聚焦政策执行的非正式化( 周黎安，2014 ) ，

固守某一行政区域的政府干部拥有的实际控制权( 张静，2014 ) ，以及该
群体在缓解基层政府治理困境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周雪

光，2016) 。

以上研究理路虽因理论旨趣不同而各有分析重心，但在一定意义上

也体现出某种共性，即在关注政府内部行政权力运作的基础上，都将地方

社会视为权力资源、社会关系和伦理准则发挥作用的场域，较为关注身居
其中的基层干部行动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注重从干部工作生活中的社

会关系入手解析政府运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应对制度环境的压力和
面向乡土社会的外部治理，都需要或是要求基层干部把地方熟人社会中

的各种关系纽带、人情资源引入治理过程中，将行政运作部分地建基于人
际交往和“熟人社会”的地方性原则之上。更为特殊的是，越到基层，干部
的个体面向会愈发清晰，这使得研究者需要将对基层政府干部社会关系

联结的理解置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之上，而不是抽象的组织角色互动之上

( 郑博文、狄金华，2023) 。于是，通过干部的具体工作生活安排展现基层
政府治理的复杂性，并理解干部的社会关系及互动，构成研究者回答基层

政府如何缓解以上结构性困境并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切入口。

( 二) 干部的“本地化”与农村基层政府治理
干部“本地化”的工作生活形态，是研究者剖析这一群体的社会关系

及互动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影响的关键经验线索。狭义的“本地化”是指
基层干部是当地人，干部的家庭就定居在工作的乡镇下辖的村庄中，有一

部分干部即使定居在县城，也通常是在当地农村长大( 孙立平、郭于华，
2000) 。周雪光( 2016) 则扩展了“本地化”的含义，他注意到，大多数基层
干部即使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会因中国政府内部的人事制度安
排而“固守本土”，并融入当地社会网络。

基层干部的“本地化”会影响这一群体的社会关系及互动，并在客观
上有助于缓解上述结构性困境和实现农村基层政府有效治理。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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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意味着在基层政府内部弥漫繁衍着各类社会关系纽带( 冯军
旗，2010: 161) 。高密度的社会关系使得基层干部能够通过协调关系完成
任务、向上争取资源或是弱化监督压力( 欧阳静，2011; 刘军强等，2017; 陈
那波、李伟，2020) 。另一方面，“本地化”还意味着基层干部与民众之间
存在各种地方性社会关系，使得基层干部可以将“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
( 孙立平、郭于华，2000) ，或是通过“关系控制”来应对各类突发性公共事
件( 邓燕华，2016) ，又或是运用乡土社会的人情逻辑来说服动员村干部完
成任务( 周雪光，2017: 313) 。总的来说，依据以上研究，“本地化”的基层
干部之所以能够推动有效治理的达成，是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和

经营特殊性关系，以“关系”为媒介进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交换，从而
动员各种资源实现治理目标。

然而，行动伦理研究认为，仅将“关系”还原为利益或权力结构，忽视对
“关系”中的行动者所秉持的伦理进行分析，不足以深入剖析“关系”在政府
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理。该分析进路主张在反思既有“关系”研究预设的
基础上，将政府干部行动的分析放到结构( “伦”) 与原则( “理”) 的框架中
进行讨论，揭示“关系”在政府实践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深层次原因。例如，

有研究发现，“关系控制”之所以能够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是因为“亲亲”

为主的伦理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强化( 周飞舟，2018，2021) 。其他研
究也发现，行动伦理会使得基层干部的行为不以纯粹的利益交换为目的，进

而缓解治理任务与有限治理资源之间的矛盾( 狄金华，2019) 。概言之，对
“关系”背后义理准则、伦理规范的发掘，推进了对“本地化”的基层干部所
形成的地方性社会关系何以在客观上有助于实现基层政府有效治理的讨论。

( 三) 城市化进程中干部的“城乡两栖”与农村基层政府治理
“本地人管本地事”是基层政府治理的传统特征，其潜藏的假设是: 干
部能在治理过程中从本乡本土的工作生活中较为顺畅地调动地缘关系网

络、人情资源，以实现基层政府的有效治理，因而相关研究将对干部行动
特性和关系互动的考察，统摄于狭义的“本地化”的视角下。然而，城市化
进程和新的干部录用方式却开始改变这一传统( 强舸，2023) ，很多基层干
部不再是本乡镇人，家庭居住地和工作地也不再一致，普遍过着一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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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两栖”的生活。如此，狭义的“本地化”不再适用于勾勒当前基层干部
的总体特征。经层级分流模型拓展的“本地化”虽然注意到了政府干部
“外地化”的流动趋势( 周雪光，2016) ，但该模型没有注意到政府干部“固
守本土”时日常生活形态的差异对该群体嵌入地方社会和进行关系互动
的影响，也就无法涵盖基层干部“城乡两栖”这一工作生活状态。

如前所论，干部的“本地化”客观上有助于缓解基层政府治理困境，那
么干部的“城乡两栖”又会对干部的社会关系及互动，以及与此关联的基
层政府治理产生何种影响? 这里还是从影响基层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几

类社会关系联结及其变化来仔细辨析。强舸( 2019) 就发现，基层干部的
“城乡两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上级官员与位于城乡差序性空间体系两端
的政府干部的互动。该研究充分展现了政府干部相异的工作生活形态可
能会形塑不同的干部关系及互动，继而影响政府内部治理。沿袭这项研
究暗含的逻辑进路，我们也很难预想不同工作生活空间中政府干部的关

系联结方式会是高度同质化的，“城乡两栖”的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联结
方式因而就有待深入讨论。① 另外，政府干部“城乡两栖”后，基层政府对
村庄的动员能力并没有如研究者预想的那样明显弱化( 狄金华，2019) ，说
明基层干部依然与村庄建立了关系联结，只是进行关系联结的条件和方

式并不能为既有理论观察所涵盖，而关系联结要发挥重要作用，还离不开

背后伦理规范的支撑。鉴于此，“城乡两栖”的基层干部在工作生活空间
中如何与乡土社会建立关系联结，又依据什么样的规范性行动伦理与不

同行为主体建立关系并进行互动，就需要深入讨论。

简言之，本文尝试接续并对照关于基层干部“本地化”的理论观察和
讨论，解析“城乡两栖”的基层干部在栖居乡镇期间的工作生活形态，阐释
政府干部的“城乡两栖”影响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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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特别关注基层干部在“城乡两栖”后与不同行为主体互动联结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而进入既有研究视域的主要是其不变的部分。例如，研究发现，“城乡两栖”不会改变县
级政府部门与乡镇之间同级干部的互动，且随着干部的空间流动，人事网络也会相应延

伸，“干部群体熟人化”仍然有助于开展工作( 周雪光等，2018; 陈家建、赵阳，2020) 。这
是因为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本身就带有城乡性，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才会有限。但正如后
文集中论述的那样，仅关注到不变的部分不足以回答干部的城乡两栖对基层政府治理的

影响。



三、“城乡两栖”的西镇干部、政府治理困境
与“工作生活一体化”

本文的分析材料主要来自第一作者在西南地区米市( 县级市) 西镇①

完成的田野调查。第一作者分别在 2020 年 7—9 月和 2021 年 1 月、7 月
对西镇进行了一次集中调查和两次短期回访调查，主要使用参与式观察

法。第一作者以高校研究生的身份“吃住”在乡镇政府，周末则与值班人
员一同值班，广泛介入各项工作事务，并经常参与西镇干部的日常活动。

( 一)“城乡两栖”的西镇干部
把握干部群体的总体特征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西镇政府的组织运作及

干部的生活体验。在第一作者集中调查时，西镇有编制的领导及工作人
员共有 69 人，基本信息情况见表 1。

表 1 西镇干部职工构成情况表( 2020 年)

项目 分类情况

性别结构 男性 42 人，女性 27 人

身份类别 公务员 25 人，参公管理 4 人，事业编制 35 人，工人 5 人

领导结构 乡科正职 2 人，乡科副职 7 人，普通职工 60 人

学历结构 大学本科 45 人，大专 19 人，中专 3 人，初中 2 人

年龄结构 “60 后”5 人，“70 后”12 人，“80 后”40 人，“90 后”12 人

工作年限 领导干部平均 4. 56 年，普通干部平均 9. 73 年

地域结构 西镇人 15 人，非西镇人 54 人

生活模式 本乡居住 6 人，城乡两栖 63 人

综合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可以获知，西镇干部主要以大学毕业的“80
后”为主。就地域结构而言，西镇本地人有 15 人，非西镇人有 54 人，“外
地化”特征十分明显。然而，在西镇安家并在本地居住的干部只有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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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学术规范，本文对文中的地名和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这就意味着西镇“本乡本土”的干部也多选择进城购房，把家安在县城。

更不用说其余西镇干部，他们均选择在米市安家。

大部分西镇干部都是城乡两栖的，这与西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有关。由
于西镇干部是与自己的核心家庭成员分处城乡两地，若要保证完整的家庭生

活，他们就需要高频率地往返于乡镇与市区，并耗费大量的通勤时间和资金成

本。另外，西镇干部的城乡两栖，还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期间回家居住受到
相对严格的行政约束有关。这些因素都让他们更少选择在城乡间通勤上班。

概括来说，相比于在市区工作的政府干部，大部分西镇干部完整的工

作生活环境既包括乡镇，又包含县域城市，他们普遍过着工作在乡镇、安
家在县城的城乡两居生活。

( 二) 干部的“城乡两栖”与西镇政府治理困境
接下来的问题是，“城乡两栖”的西镇干部需要应对何种治理困境? 干部

的“城乡两栖”又会对西镇政府应对这些困境的实践过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本乡本土”的干部，还是“城乡两栖”的干部，

都并不会改变农村基层政府“低治理权”的制度性特征( 陈家建、赵阳，
2019) 。因此，“城乡两栖”的西镇干部也同样被动地应付着前文述及的
那些体制性治理困境。不过，也有部分治理困境的生成、强化和应对，与
干部的工作生活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方面，“城乡两栖”的政府
干部在家庭生活上有不少额外的付出甚至牺牲，且他们都想尽快脱离“两
栖”的工作生活状态，这使得组织激励不足的困境更加凸显。

乡镇上的工作苦、繁重，动不动取消双休，大家都不愿意在，只要
有机会、有能力，像刚才说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愿意回到城
里面，这个首先是考虑到家庭，天天可以跟老人、娃娃见面，除了家庭，

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在基层工作，压力大。( 访谈记录: 20200251)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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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援引 2020 年的田野资料均出自本文作者整理的《南省米市西镇调研资料汇总》，
引用格式为“材料性质 +调研年份 +调研资料汇总页码”，如“访谈记录: 20200251”是指
引用材料为 2020 年田野调研整理的访谈，位于调研资料汇总的第 251 页。2021 年田野
材料的引用格式则为“材料性质 +回访调查日期”，如“访谈记录: 20210712”。



另一方面，在“城乡两栖”使组织激励不足的困境更加突出的前提下，

领导的控制权限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这导致西镇一名副职领导说

的“乡镇工作落实的体制机制不是那么明显”和“全靠日常的感情”( 访谈
记录: 20200317) 。这些表述难免有些夸张，但却点出了“干部群体熟人
化”在缓解西镇政府治理困境时的作用。问题在于，一群非“本乡本土”，

又“都不愿意在( 基层工作) ”的政府干部没法因血缘、地缘等关系而自然
嵌入一个熟人社会，有时较难结成“政治联合体”，如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狡猾点的，爱耍点小聪明的，( 他们会说) 我们部门近期有什么事情，我
手头上的工作多，我干不完”( 访谈记录: 20200248 － 249 ) 。此外，面对乡
土社会，“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行动策略，但非“本
乡本土”的西镇干部也坦言，“有些( 村民) 小组长、村书记，‘鸟’都不
‘鸟’你的事情多了”( 访谈记录: 20200206) 。

总的来看，在既有研究的知识谱系中，基层政府治理困境之所以能够

被缓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地化”的政府干部有效嵌入地方社会，以及
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与其他群体建立了熟人关系。西镇干部的“城乡两栖”

既会加剧这一关键行动者群体激励不足的困境，还会影响该群体对地方

性社会结构的顺利嵌入，以及原本围绕地方性熟人社会的在地生活展开

的利益联结、关系互动和情面伦理的构建。由此观之，西镇政府治理困境
不仅包括治理资源匮乏、激励不足等体制性困境，还包括“城乡两栖”的基
层干部较难在非“本乡本土”、远离城区家庭的地方化工作生活中建立熟
人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系性困境。后文讨论的西镇政府治理困境，更
多时候是关系性困境，少部分时候则会直接涉及体制性困境。

( 三)“工作生活一体化”与干部家庭的空间拆分
有趣的是，西镇干部的“城乡两栖”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时孕育出了

“工作生活一体化”这一客观上起到缓解治理困境的作用和保证政府治理
实践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工作生活一体化”的提炼源于如下田野观察，

即西镇干部栖居乡镇时的日常生活被限定在办公楼等行政空间与宿舍、

食堂等生活空间高度交融的空间范围里，他们的行动半径最多扩展至乡

镇和村庄，其工作和生活边界高度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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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模糊化似乎是中国体制内人员较为普遍的一种日

常生活形态。“一些镇干部的家庭就定居在这个镇所辖的村庄当中”( 孙
立平、郭于华，2000) ，意味着“本乡本土”干部的工作和生活边界在某种
意义上是模糊化的。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也注意到，单位的空间布局表现
为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融合，每个单位都是一个“职住合一”的共同体
( 薄大伟，2014: 144 － 145; 李威利，2018) 。因此，我们必须廓清由干部的
“城乡两栖”形塑的“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基本底色，进而辨析其与“本乡
本土”和单位制下的“职住合一”之间的深层差异。
“职住合一”与“工作生活一体化”看似有着最为相近的内涵，实则却
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核。在单位制下的“职住合一”中，“住”实质上指向的
是一种因国家干预而强化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表现在“单位人”是一
个包括单位工作人及其家属在内的“复数人”( 田毅鹏，2016) 。“本乡本
土”干部的工作生活同样因“家庭就定居在这个镇所辖的村庄”而自然而
然指向一种完整的家庭生活，甚至是“家族”生活。与之不同的是，在“城
乡两栖”形塑的“工作生活一体化”中，基层干部的家庭生活却因被城乡
之间的空间距离拆分，指向一种不完整的状态。
“本乡本土”“职住合一”和“工作生活一体化”在单位社区层面也存
在显著差异。在单位社区层面，“本乡本土”干部所处的乡土社会本身即
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熟人社会”，“职住合一”的单位社区则是由职工
家庭组织起来的( 傅春晖、渠敬东，2015) ，家庭关系与工作关系甚至会因
职工之间互通婚姻在单位边界内部重合，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

( 谢雯，2019) 。与之不同，“城乡两栖”干部工作生活的“一体”是以家庭
拆分为前提的，单位社区层面的互动也因家庭在县城而不再以家庭为互

动单位，指向一种干部个体之间的互动。

正如既有研究指出的那样，政府组织运行与社会互动相互嵌入，但社

会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方式与地方环境密切相关( 陈家建，2023) 。

家庭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和“中国人社会生命之源”( 渠敬东，
2019) ，决定了干部家庭生活的完整性会影响这一群体嵌入工作期间所栖
居的地方社会的方式，并反向形塑他们所在的地方社会环境，进而对该群

体在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联结与面向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互动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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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基于此，对体制内人员日常生活形态的探讨，也就需要着重引入对家
庭生活是否被拆分的区分与关注。表面上相近的日常生活形态，其基本
底色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进而深刻地影响政府干部工作生活“一体”的重
心与偏向，以及他们的行动与社会关系互动。①

下文试图着重探讨的问题是，工作生活一体化以及干部家庭生活被

空间距离拆分这一基本底色，如何在客观上起到了化解治理资源匮乏、激
励不足等农村基层政府体制性治理困境的作用，又如何在客观上有助于

“城乡两栖”干部在非“本乡本土”的地方化工作生活中与同事、治理对象
等群体变得熟悉，并将各种人情资源、情面伦理引入治理过程，从而起到
化解农村基层政府关系性困境的作用?

四、时—空结构的变动及基层干部的关系互动

“工作生活一体化”对西镇干部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使得这一群体嵌
入的时—空结构发生变动，这不仅会改变西镇干部的时间使用结构，还会
影响该群体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本节将详细剖析这一变动的实质意
涵，及其如何在客观上起到缓解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

( 一)“工作生活一体化”与干部时间结构的变动
在田野调查中，西镇干部提及:“在城里，事情少，能正常上下班，然后

老人小娃都照顾了。你在乡镇的话，哪怕是很闲的部门，你也不得回家”
( 访谈记录: 20210712) 。对城区干部“能正常上下班”的羡慕，表明“不得
回家”对西镇干部的时间结构具有深刻影响。因为“不得回家”，西镇干
部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会更加直接地处于领导的控制范围之内，该群体

逃避时间挤压的机会会被显著减少。因此，田野观察表明，西镇领导能直
接、有力地动员在宿舍居住的干部去处理各种突发性任务或晚上继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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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居住在县城、职住分离的城市基层政府干部的工作生活边界，也可能因通勤的便利而是
模糊的。然而，城市基层干部的职住分离指向的仍然是一种完整的家庭生活。因此，“工
作生活一体化”中“一体”的形成与干部缺少完整的家庭生活存在紧密关联。



乡开展工作，导致后者的工作时间更容易被延长。当科室部门工作与工
作组“属地”①事务叠加时，西镇干部也可能会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晚上
该加班就加班，该下乡就下乡”( 访谈记录: 20200049 ) 。简言之，人们的
时间使用会受到组织环境和社会过程的影响( 练宏，2015 ) 。参照将社会
时间细分为个体时间、互动时间、组织时间的分类( Lewis ＆ Weigert，
1981) ，“工作生活一体化”会促使西镇干部更加深度地嵌入单位组织中，

组织时间和个体时间的边界由此容易模糊化。
不过，组织时间也并非总是挤压个体时间，西镇干部也会拥有可供自

己支配的互动时间，在下班和周末晚上值班之后吃饭、散步、踢球等都是
极其普遍和频繁的。之所以如此，还是与西镇干部“不能回家”有关:“大
家都很枯燥无聊，然后也不能回家，就只跟同事处，所以跟同事的关系是

比城里好的。因为其他地方都去不了，就只能跟同事处”( 访谈记录:
20210712) 。“只能跟同事处”表明西镇干部工作之余的家庭时间被抽
离，其共度的对象单一化。

村干部同样是西镇干部互动时间中的重要共度对象。据田野调查的
记录，一名西镇干部下班以后先去了食堂吃晚饭，为了感谢其联系的水村

村干部对自己工作的支持，随后又与水村村干部聚餐，餐后又回到办公室

加班，加班之后又与水村的一名村干部吃了烧烤( 田野笔记: 20200173 ) 。

在一段如此集中的时间内，该名西镇干部之所以能够与村干部发生如此

频繁的互动，同样是受“其他地方都去不了”的影响，也依然是因为“不能
回家”软化了其他人际互动的时间约束。
概言之，“工作生活一体化”会改变西镇干部的时间使用结构: 一方

面，组织时间和个体时间的界限会更加模糊; 另一方面，家庭时间的抽离

使得干部的共度对象单一化。

( 二)“工作生活一体化”与空间结构对人际互动的影响
“其他地方都去不了”和“只能和同事处”还隐含着空间结构对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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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科层部门的基础上，西镇在编在岗的干部职工全部被编排进相应的工作组，科室部门

和以属地为原则的工作组构成西镇政府内部并行不悖的双轨结构( 郑博文、狄金华，
2021) 。



干部人际互动的影响。从物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具有多重意涵的地理距
离“切割”了城区与西镇的空间联系，使得西镇以集镇为中心的狭小空间
范围几乎成为一个“封闭空间”，这会拉近行动主体与其他互动主体的关
系。展开来说，在这个“封闭空间”中，既存在宿舍、食堂和集镇上的餐馆
等使社会互动成为可能的“固定地点”( Small ＆ Adler，2019) ，西镇干部与
其他行动主体之间的间隔距离又被缩短了，而距离越近，两个互动主体建

立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Blau，1977: 90 － 91) 。

如前所述，西镇干部的人际互动较为频繁，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分类，

可以区分出以工作联结为基础的人际互动和私人关系圈互动。田野调查
发现，以工作联结为基础的人际互动均强调“不落一人”: 组织活动的西镇
干部不会遗漏同一科室、工作组或一同值班的任何一个同事，哪怕这些同
事并不是他们的好友。私人关系圈虽然不强调“不落一人”，但通常围绕
居住的宿舍组成和扩展。之所以如此，与西镇干部的人际互动具有的空
间性有关。

我们以干部的聚餐为例来详细阐释这一论点。西镇集镇上的餐馆等
促进社会互动的固定地点都集中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数量少、分布集中
的特点使得西镇干部在私下吃饭时很容易被看见，同事之间也极易在同

一餐馆偶然碰见。于是，以工作联结为基础的吃饭就要求“做东”的干部
“不落一人”，否则就会造成同事之间关系的紧张。同理，干部的私人关系
圈也就需要包含宿舍的“邻居”。“空间构成”之所以会影响甚至限制西
镇干部的互动范围，与翟学伟( 2013: 118) 提出的人际交往的平衡性有关，

即在三个人以上的互动中，个人必须依照一种根据特定情境而确定的标

准来行动。在本文的案例分析中，对人际交往平衡性的强调，是与“空间
构成”紧密关联的，故可以将其概括为“空间平衡性”。西镇内部工作—

生活双主轴的复合式联结经由“空间平衡性”对人际互动产生突出的影
响: 一方面，这种平衡性要求限制了西镇干部在吃饭中因个人喜好排斥某

个同事的行为; 另一方面，私人关系圈至少涵盖“邻居”的要求则促进了该
群体工作之外的人际互动，形成了以宿舍为中心的关系圈。这与城区干
部的社会关系互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县城中饭店等促进社会互动的固定
地点较多，吃饭的可见性明显降低，因此，城区干部请人吃饭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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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权，“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还要避
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 冯军旗，2010: 165) ，“空间平衡性”的
约束由此软化，工作—生活双主轴的复合式联结也没有凸显出来。

总而言之，家庭生活被拆分以后，“工作生活一体化”对人际互动的影
响集中展现为“空间平衡性”。这引致的结果是，西镇干部的互动不仅是
高密度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工作—生活双主轴的复合式联结，从而能维
持一种底线型的和谐关系。

( 三) 干部嵌入的时—空结构变动与治理困境的化解
西镇干部嵌入的时—空结构变动构成化解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

重要维度。在压力型体制下，组织时间挤压个体时间，以及与之伴随的具
有临时性、运动式特征的工作方式，构成基层政府运转的常态。本节的分
析则表明，干部的工作生活方式与这种运转常态具有潜在的关联。细言
之，家庭生活被拆分以后，工作生活一体化会使得基层干部工作之余的时

间更加直接地处于领导的控制范围之内，使得领导得以通过组织时间挤

压个体时间，加强其支配稀缺的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力，从而在客观

上起到化解治理资源匮乏的体制性困境的作用。

此外，时间还是行动主体进行社会关系互动的关键，互动双方交往历

史越久、情感越深，双方的关系越能成为治理的社会基础( 纪莺莺，2025) 。

既有研究对官员空间相对不流动与“干部群体熟人化”的考察，也隐含有
相似的预设，强调交往时间的延长依附于不流动的基层干部嵌入的空间

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嵌入某一地方的基层干部的互动时间从何而来?

在本节的分析中，西镇干部与同事、村干部互动时间的延长，以及他们共
度对象的单一化，都是以家庭生活被拆分为前提的，而在既有研究的论述

中，基层干部恰恰是因为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才嵌入并生活于某个地方，

与其他行动者产生累积的交往史。同理，也正是因为家庭生活被拆分，西
镇干部才格外需要遵守人际交往的“平衡性”，很难在工作生活中根据个
人喜好编排社会互动关系。这使得西镇干部紧密的关系结构处于一种混
合的融通状态，社会关系互动也表现为一种工作—生活双主轴的联结。

再进一步而言，因为家庭生活被拆分，这种工作—生活的双主轴之间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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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能够清晰区分工作与生活的“过渡地带”，无法分清的身份“关系”
由此构成了西镇政府内部治理的重要社会基础。

总结来说，西镇干部提到的“有些职工还不是说忙，拖着弄不完，最后
也是工作组的帮忙弄，只能说那种人是极少部分”( 访谈记录:
20200338) ，表明“工作生活一体化”使得西镇干部嵌入的时—空结构发
生变动，进而影响该群体建立和进行社会关系互动的方式，这在客观上起

到了化解关系性困境的作用，即有助于“城乡两栖”的西镇干部在工作生
活双主轴的社会互动和关系联结中，与同事、治理对象等群体变得熟悉，

结成“政治联合体”，并融入非“本乡本土”的地方化工作生活中。

五、基层干部行动中工作生活双主轴的“伦—理”

“关系”要能起作用，离不开背后的义理准则和伦理规范的支撑，因
此，研究者还需要对关系中的个人进行针对行动伦理的分析，将“伦”背后
对应的“理”引入分析视域。基于此，本节将深入探究“工作生活一体化”

中西镇干部融入地方社会，建立、维系社会联结，并进行关系互动的伦理
基础。在此基础上，本节还将讨论“伦—理”在基层政府内部发挥作用的
方式，以及其如何在客观上化解了关系性困境。

( 一) 干部嵌入村庄及“值得处”的伦理前提
工作组为西镇干部与村干部建立了制度化的稳定联系，“工作生活一

体化”又缩短了西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空间距离，增加了彼此的互动时间。
然而，狄金华( 2019) 早已指出，乡镇干部要想深度嵌入村庄，还需要在此
基础上与村干部构建朋友间“伦”的关系结构。这对缺少本地“社会关系
结构和利益连带”的基层干部来说显得更为困难，以至于狄金华( 2019 )
的研究预期这一群体只能凭“讲政治”的政治伦理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实。

林龙是一个典型的缺少本地“社会关系结构和利益连带”的外来干
部。他是煤县人，大学毕业后在煤县做了三年的大学生村官，2019 年才
到西镇工作，并被分配到陇村工作组。与既有研究结论略有不同的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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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并没有仅仅凭借“讲政治”的政治伦理去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而是还
依据相应的伦理规范，顺利地与村干部在组织结构之外建立了朋友关系，

并将这种关系内含的伦理要求引入治理实践中。

问: 你刚才说你跟陇村村支书的关系好，是一开始就好，还是后

面才好的?

林龙: 这个是相互建立起来的，首先你下去做事情，肯定不能推

诿扯皮，人家这种事看在眼里的。不可能说我一下去就跟你关系好，
人都是要相互处了之后，他认可你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能力，
他才会觉得你这个人是操心的，还是积极主动地来做些事情，他才会

理拾( 方言: 看重) 你，如果你下去不干事，他直接不会理你。( 访谈
记录: 20200119)

对于林龙这样的外来大学生而言，要想嵌入村庄社会，与本地村干部

建立超越工作关系的情义关系，最首要的是向村干部证明自己的“工作态
度、工作方法、工作能力”，并得到村干部的认可。同时，村干部也会借由
工作联结感知基层干部的“为人”和“做事”，并判断是否进一步与后者建
立“朋友之”的感情和友谊。事实上，这种判断发生在每一个西镇干部与
村干部的互动之中。在西镇工作多年的马鸣讲道:

村委会的这些大哥，他们干工作那么多年，阅人无数，他们说这

个兄弟值得处，做人真诚，做事情可以，他也愿意跟你相处，这就是人

与人的一种相互尊重。你如果平时到了村委会话都懒得多说一句，
或者是办点事情拖泥带水，他们不认可你这个人，那你根本就没有下

文了。( 访谈记录: 20200248)

由此观之，影响基层干部能否与村干部成功建立私人关系的关键变

量，是该群体能否在工作中顺应村干部认同的“值得处”的伦理规范，既
“做人真诚”，又“做事可以”。外来的西镇干部只有在面向村庄的治理过
程中遵循好工作责任伦理，朋友间“伦”的关系结构的构建和私人情谊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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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引入才会随之顺利发生。① 这还进一步说明，“工作生活一体化”中
“伦”的建立及其对应的“理”起作用的机制是双主轴的，即工作中的来往
直接关乎生活中私人关系的建立与交往，以及情感、伦理等各种复杂因素
的引入，而在工作关系场域中形成的私人关系与情面伦理的构建又成为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 二) 干部的同级关系与“真诚待人”的伦理规范
在西镇，同事间关系这一“伦”和处理相应行为的“理”，也带有工作—

生活双主轴的特质。同事之间互相协助，通过交换不同领域的治理信息
来完成任务和降低治理负荷，这在西镇政府内部是非常普遍的。当被询
问如何协调其与同事的工作时，马鸣更多是在谈“人和人相处”。

就跟人和人相处一样……你一去到哪里，就让人感觉格格不入，
对人很冷漠，甚至不愿意去跟别人交流，自己端着架子，不愿意去真

诚待人，那你去到哪里办点什么事情，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这是相

互的。( 访谈记录: 20200246)

在马鸣的讲述中，同事之间仅仅做到不“对人很冷漠”是不够的，还需
要“真诚待人”，认真、仔细地协助需要帮助的同事，而不是“问到你工作
中的事情，你直接‘认不得’三个字”( 访谈记录: 20200246 ) 。换言之，在
西镇政府内部，行政运作问题会被基层干部转化为对同事是否会“做人”
的认识与感知，行政运作与基层干部之间的日常交往由此相互勾连。
如果一名西镇干部认定同事不“真诚待人”，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021 年笔者开展回访调查时，发现郭关曼的私人关系圈排除了另一个名
为黄雨慧的干部。当被问及原因时，郭关曼表示:“朋友嘛，我觉得我真心
待她，她反而会‘码着我吃’”( 访谈记录: 20210712 ) 。一方面，郭关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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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分析与部分研究注意到的乡—村关系悬浮化、基层治理形式主义等现象( 周飞舟，
2006; 欧阳静，2022) 并不冲突。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介入，确实会使得部分基层治理与
村庄脱嵌。但基层政府仍然有不少的治理任务需要依赖村庄的配合，而基层干部在完成
这类任务时，并不是想嵌入村庄社会，就能随时嵌入。因此，我们或许不应该忽视乡镇干
部在嵌入村庄过程中建立人伦关系、获得村庄认可所需要遵循的伦理规范。



为自己与黄雨慧私交不错，但当她因工作需要向黄雨慧询问相关治理信

息时，却“什么都问不出来”; 另一方面，当黄雨慧需要相关治理信息时，反
而让郭关曼收集材料，甚至拿分管领导“强压”她，将工作任务推给她。该
事例表明，当西镇干部认定自己的同事( 甚至是自己的朋友) 不“真诚待
人”，没有秉持相应的工作责任伦理时，这不仅会影响工作空间中的同事
协助与行政运作，还会影响生活空间中的私人互动。这就意味着同级之
间“真诚待人”的伦理规范包含工作和生活两个面向，即工作空间中对行
动主体是否遵循伦理原则的判定会延伸至生活世界。

如果说西镇干部可以将那些不“真诚待人”的同事排除出私人关系
圈，那么西镇干部在面对不“真诚待人”的科室、工作组同事时，是否完全
具备类似的选择权和处置权? 当笔者询问水村工作组的于树亮是否存在

以及如何应对不配合工作的同事时，他的回答如下。

有是有呢，但是我们能做的话我们就做了，多半是以团结为主。

像我们组的田江，他以前还不是干过，喊来做工作不来，最后还说我

们不喊他了……田江之前直接气都不吭，后面我们去的时候，他都不
参与，见过几次么，他说我们不喊他。这要咋个喊? 我们在群里面通
知，确实你忙着，说一下，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你不说么，不吭不问的。
( 访谈记录: 20200132)

从以上讲述可知，工作组同事之间相互帮忙会增加西镇干部的工作

负荷，所以田江才会假装没有看到工作组消息，不履行工作组的职责。
“这要咋个喊”的反问，意味着这种行为显然无法被其他同事接受。关键
在于，双方是如何处理的? 以于树亮为代表的“我们”无法将田江排斥出
工作组，只能“多半是以团结为主”。反观田江，他将自己未履行工作组职
责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同事，指责他们没有通知自己下乡。田江之所以要
给出这样一套毫无逻辑依据以致让其同事难以信服的说辞，是因为于树

亮提到的“见过几次”。在“工作生活一体化”的情境下，田江与其余工作
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再次碰面时自然要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解释。

因此，田江虽然会短期违背“真诚待人”的工作伦理，但出于对同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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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没有也不会长期违背工作伦理，或者经常给出不合理的解释，否则，

田江就会成为其他西镇干部口中“混日子”、不遵守“真诚待人”伦理规范
的人，而这往往会对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构成双重冲击。因此，虽然田江
“以前还不是干过”，但是他在笔者调研期间依然积极完成工作组的事务
和参加工作组的活动。
需要延伸讨论的是，在行动伦理的理论构建中，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是

关乎德性的，故“真诚待人”的伦理规范在中国的关系社会中具有某种普
遍性，是一种基础性的义理准则，“对方讲信用、讲义气，则朋友之，进而兄
弟之; 朋友背叛，则路人之”( 周飞舟，2018 ) 。如果引入对工作生活形态
的考察，这一问题会更为复杂。在工作生活分割化的形态下，这种相互作
用往往是单主轴的，同事关系与“朋友之”的判定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分离。
“工作生活一体化”则会导致“‘伦’与‘常’的相互作用”是双主轴的，①

“朋友之”与同事关系无法分离且会相互影响，导致“真诚待人”这一基本
标准更强有力地规范着双方的态度和行为。

( 三)“工作生活一体化”中的“伦—理”与治理困境的化解
本节的分析意在说明，“伦”带有道德约束的特点，不同群体之间的熟

人关系要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发挥作用，离不开伦理基础的支撑。伦理基
础的引入展现了基层政府治理困境( 特别是关系性困境) 的另一种解决之

道: 行政运作问题一定程度上会被身处其中的基层干部转变为日常交往

的“做人”问题，各种人伦关系、伦理规范要求基层干部以某种被认可的方
式进行工作。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伦”及其背后的“理”在工作生活中相
互嵌入，“值得处”和“真诚待人”的伦理规范因此带有工作—生活双主轴
的特质。在此基础上，“伦”的道德约束性会被“工作生活一体化”强化，
进而保证“理”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值得处”和“真诚待人”的伦理规范在西镇干部的工作生活中以双主
轴的方式发挥作用，与西镇干部嵌入的时—空结构所形塑的工作—生活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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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熟人社会或单位制的“职住一体”中，伦理规范起作用的方式看上去似乎也是双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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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下的那么显著，同事间关系的破裂也就不会对组织成员的工作生活造成双重冲击。



主轴的复合式联结和无法分清的身份“关系”有关。他们之所以需要依据
相应的社会伦理准则行动，是因为这不仅关联到他们工作之余的私人生活，

还关乎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治理任务。这还会进一步要求西镇干部在进入同
事、村干部的日常生活时“以对方为重”，而工作或生活场域中“伦”背后的
“理”在发挥道德约束的作用时，也会因无法分清的身份“关系”而与另一个
场域交织融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交织的人伦关系和组织关系决定了政
府干部在生活中“做人”与在工作中“做事”的伦理判断无法分离，因此在工
作生活一体化中，对基层干部而言重要的不是平衡与融合不同场域的多元

伦理，而是需要在工作或生活中都按照“理”的要求“做人做事”，由此他们
才能够顺利地融入工作期间所栖居的地方社会，建立和维系好社会关系，并

进行关系互动，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道德基础也由此生成和得到夯实。

六、“家”与基层干部行动中的隐藏面向

依循前文展现的逻辑链条，似乎让干部“工作生活一体化”，就能够强
化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过，这与农村基层政府的治理实际并不完全
吻合，因为基层政府运作还会受到工作空间和个体化生活空间之外家庭

伦理的影响，而这又与“工作生活一体化”下干部家庭生活被拆分这一基
本底色高度相关。本节将讨论家庭为何构成基层干部行动中的隐藏面向，

又如何影响基层政府治理，并在客观上起到缓解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

( 一)“工作生活一体化”下领导的道德义务、官员激励与家庭伦理
“城乡两栖”的西镇干部大都已经结婚成家和为人父母，他们在老人
赡养、夫妻感情交流、子女抚育等家庭生活中几乎都是缺位的。因此，这
些西镇干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最为紧张，他们也最渴望脱离“工
作生活一体化”，恢复正常、完整的家庭生活，这导致他们职业发展的动力
部分地源自于与乡镇存在空间距离的家庭生活。也正因如此，西镇干部
虽然没有安家在乡镇，但是他们以家为中心的生活世界及背后的家庭伦

理却构成“工作生活一体化”及基层干部行动中隐藏的重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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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作空间到县城距离的缩短会构成政府

内部一种重要的隐性晋升激励( 陈家建、赵阳，2020; 狄金华、黄倩，2023) :

要恢复正常、完整的家庭生活，只有通过回城才能实现。一名西镇干部
说:“我没有什么动力，有些人想上升的话，可能会好好地干，像我们这种
事业编制的，也不可能怎么上升，只想着调回城里面”( 访谈记录:
20200338) 。这表明，“回城”当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制度性的官员激励，

但它并不只是通过“晋升锦标赛”等政治或行政运作机制发挥激励功能，

更是通过干部对恢复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求在起作用。

回城调动最重要的环节是在城区找到接收单位，西镇主要领导在其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方面，他们可以帮助乡镇干部寻找接收单位; 另一

方面，当乡镇干部自己找到接收单位时，主要领导也有权决定是否允许调

动。仅从制度层面而言，西镇主要领导的确能够否决干部调动，然而，一
旦主要领导真的否决干部调动，便会获得一个“不道义”的伦理评价。

主要领导乙推荐干部丙去市里面的某个局，人家来考察的时候，

主要领导乙说他好，主要领导甲说他不行。我觉得这个倒是过分了，

因为我觉得干部丙应该也没做错什么。我遇到好多领导，哪怕关系
不好，人家来考察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尽力地往外推，但这个时候主

要领导甲反而还整人家，直接说人家各种不好。后面那个局认为主
要领导一个说好，一个说不好，干部丙就没有调上去。( 访谈记录:
20210712)

尽管主要领导甲阻扰干部丙“回城”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相当一段时
间，但西镇干部再次谈起时，仍然将这种行为评价为“过分”，因为这不仅
断人前途，还阻拦了干部“回家”的进程。相反，主要领导被期待“尽力地
往外推”，帮助干部回城。这表明，家庭伦理的存在和凸显，使得西镇干部
对“回城”的强烈渴望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主要领导对“人事专断权”的
恣意使用，并要求领导在日常工作中曲尽人情，承担起相应的道德义务。

总体来说，基层干部越想脱离“工作生活一体化”，被拆分的家庭生活
反而会在干部的生活意义世界中愈发凸显，家庭伦理在基层政府内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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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作用，表现为以“回城”和恢复完整的家庭生活为目标的激励会得
到强化，从而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化解了由干部的“城乡两栖”加剧的激励
不足困境。① 但与此同时，家庭伦理的凸显也要求领导承担起相应的道
德义务，并对领导的行为选择构成了更大的道德性压力，这表明在领导通

过“回城”弥补组织激励不足的过程中，有相应的义理准则在发挥作用。

( 二)“内”“外”伦理准则的“选择性亲合”和基层治理绩效
“回城”的确构成一种有效的激励，但“回城”这一工作生活愿景的存
在与组织激励增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如何动员这些家庭生活
被拆分的干部完成治理任务，以及隐藏于“工作生活一体化”深层的家庭
伦理如何激发干部的积极性并保证治理绩效，依然有待继续解答。
在西镇主要领导看来，一旦他们做到了“曲尽人情”，体谅了西镇干部

家庭生活的难处( 如干部因家里老人或小孩生病需要请假) ，他们站在对

方的角度同意请假，并给予心理上的安慰，说一些暖人心的话，干部就应

该会这样想:“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领导为他考虑了，他工作的时候，也
会忠于工作，更愿意接受领导”( 访谈记录: 20200364 ) 。换言之，领导承
担起相应的道德义务后，干部在西镇之外被拆分的家庭生活便与政府内

部的日常工作交织在了一起。除此之外，“回城”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西镇
干部工作的努力程度和表现关联在一起。西镇一名副职领导就讲道:

回城是乡镇干部职工的一种期盼和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当
市级大局部门需要人时，乡镇的领导肯定是有一定的推荐权的。一
些市级部门可能就会打电话给书记、镇长，问那个人行不行? 他是不
可能问到干部职工的，一般情况下都是问主要领导，甚至有些时候会

问到我们副职。这个人的工作表现是我们干部看在眼里的。( 访谈
记录: 202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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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意味着“回城”虽然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化解农村基层政府激励不足困境的作用，但这种
化解是以干部远离家庭生活的牺牲和烦闷为情感基底的。然而，正是这样一群面临着工
作与家庭生活冲突的政府干部，支撑和保证了较为有效的基层政府治理。因此，基层干
部的确想摆脱“工作生活一体化”的状态，但不能忽视的是，他们因制度约束而“舍小家
顾大家”也在客观上重塑了组织内部的关系以及政府与村庄社会的关系。



这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领导的一种话术。西镇干部自己也说:“乡镇
可以推荐干部职工回城，就要看领导的意思了，要人的话，肯定要问书记

和镇长”( 访谈材料: 20200343 ) 。西镇领导多会推荐工作表现好的干部
到城区部门工作，而干部的工作表现要好，又离不开获得村干部的支持与

配合以及同事的协助，这反过来要求干部按照“值得处”和“真诚待人”的
伦理规范行动。举例而言，西镇内部的弱激励发包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干
部之间形成了政治共同体，如面对西镇发包的“南宅调”任务时，工作组干
部首先想到的是“只靠他们( 国土中心) 四个人，他们能完成涉及西镇一
万多家人的任务吗?”( 访谈记录: 20200309 ) ，而不是躲避原本不属于自
己的任务。这与西镇干部尽量避免获得“混日子”的负面评价也是高度关
联的。另外，有效的弱激励发包还要求西镇干部基于相应的伦理准则去
协调与村庄干部的社会关系和行动。例如，由于水村工作组跟村委会协
商不顺利，村委会没有支付“南宅调”任务中调查人员的经济报酬，于树亮
就用私人关系让村组干部动员村庄人员完成调查，并表示任务完成后请

他们吃饭。可见，这些家庭生活被拆分并想“回城”的干部，在弱激励的条
件下也能够被动员起来并较好地完成治理任务。干部的工作表现又是在
很多这样的弱激励治理和开展业务工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就此而言，西
镇干部的“回城”愿景与政府内部的日常工作会潜在地交织在一起。

进一步而言，在城—乡空间体系中，若从空间角度来看，干部的家庭
位于西镇之外，故而以复归正常、完整的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伦理
具有“空间外向性”。“值得处”和“真诚待人”这两种伦理准则主要在西
镇一体化的空间中发挥作用，具有“空间内向性”。家庭伦理尽管具有
“空间外向性”，推动西镇干部只要有机会就会离开西镇，脱离“工作生活
一体化”，但在客观上也指引他们在栖居乡镇时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遵守具
有“空间内向性”的伦理规范。如上文所举的弱激励发包案例展现的那
样，“内”“外”两类伦理准则会在权力支配关系之外形成一股合力，在晋
升、奖金等强激励和领导的“人事专断权”受到不同程度约束的情况下，依
然促使西镇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具有“精气神”，在客观上起到保证治
理绩效的作用。

这一节的分析表明，若不考虑基层干部被空间距离拆分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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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背后的家庭伦理，对这一群体行为特征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家庭中
的“伦”及对应的“理”，构成了“工作生活一体化”下基层干部行为重要的
隐藏驱动力。基层干部的诸多行为选择均与家庭伦理的凸显相关，而回
归正常、完整家庭生活的渴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他们遵照带有工作—
生活双主轴特质的伦理规范认真工作，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在这个意义上，干部被拆分的家庭生活，对于理解工作—生活双主轴的社
会联结和“伦—理”规范结构而言，具有基础性意义。① 甚至可以说，被拆
分的家庭生活对“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形塑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或许
更能够表明家庭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蕴。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认为既有关于基层干部“本地化”的理论概括不足以完全涵盖这
一群体“城市化”后出现的“城乡两栖干部”这一类型，相关研究也没有深
入探讨干部的“城乡两栖”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影响。本文尝试提炼
“工作生活一体化”这一概念来勾勒“城乡两栖”以及家庭生活被拆分的
基层干部栖居乡镇时的日常生活形态，继而发现“工作生活一体化”不仅
会使得西镇干部嵌入的时—空结构发生变动，还会使得这类干部与“本地
化”、以家庭为基本互动单位的政府干部在建立人际关系联结的方式、情
感与伦理的生成基础等方面有所差别，也正因为这类干部的家庭生活被

拆分，家庭这一隐藏的驱动力会更加凸显出来。这些变化和差异使得“工
作生活一体化”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化解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作用。不

742

论 文 “工作生活一体化”与农村基层政府治理

① 不过，我们也不应忽视两种伦理准则之间暗含的紧张和潜在的分离倾向。根源在于，“回
城”与基层干部工作的努力程度和表现之间的关联，只是选择性亲和，而不是严格的对应
关系。若以“回城”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工作生活一体化”与保证基层治理绩效之间
的关系会更为复杂( 包括干部之间对回城机会的竞争，努力工作与“有关系”之间的冲
突) ，这有待后续专门的研究继续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并不是所有基层干部都有“关
系”可找。站在领导的角度，也需要适当推荐工作表现好的干部“回城”。就此而言，我
们虽然可以针对这种选择性亲和关系提出一些更复杂的反例，但也无法否认它存在于基

层政府内部的事实。



过，本文的分析并非意味着“工作生活一体化”与化解农村基层政府治理
困境之间构成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离不开
对彼此人格和伦理实践的不断认知，故“工作生活一体化”客观上起到的
作用始终离不开西镇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复杂、具体的关系互动和伦
理实践。另一方面，当行政命令与地方社会存在张力时，“工作生活一体
化”客观上起到的那些作用，也可能会为“官僚主义”( 如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的“一刀切”治理乱象) 长驱直入地方社会提供土壤，从而引发新的治理困
境和风险。因此，“工作生活一体化”可能也会有一些非预期的负面效应。

本文对农村基层干部日常生活形态中关系结构和行动伦理的讨论，能

够对以制度分析为中心的政府行为研究构成补充，并初步尝试将政府组织

中的“人”带回来。具体而言，以“人”为中心，就是要在基层治理研究中关
注“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
俗习惯和价值观念”( 费孝通，2003) 。本文通过聚焦“工作生活一体化”下
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形态和心理状态，发现制度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困难并

不必然完全通过组织层面的运作得到解决，亦有可能通过具有特殊关系、嵌
入特定伦理结构的行为主体的互动来得到化解，这是将基层政府视为整体

的拟人化角色的制度分析无法捕捉到的( 周飞舟，2016) 。

本研究还试图为处于发展阶段的行动伦理研究提供一条可能路径，

即把行动主体放回到相应的情境性空间中。本文发现，尽管在中国的“关
系社会”中，“人”的社会行动包含了大量的伦理因素，行动伦理由此具有
某种本位性，但相异的空间结构会塑造不同伦理结构在特定情境性空间

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可能会改变同一伦理规范的约束强度，进而影响行

动者的伦理实践过程。比如，“工作生活一体化”会要求基层干部在工作
或生活中都需要按照“理”的要求“做人做事”。再比如，“工作生活一体
化”会使得主要领导在与家庭生活被拆分的干部互动时更加注意承担起
相应道德义务。

最后需要延伸讨论的是，本文的案例并非孤例，如前文所述，“工作生
活一体化”主要是在乡镇工作的基层干部卷入城市化进程后逐渐呈现的
日常生活形态，而在疆域广阔的中国，还有很多在具有类似地理条件的乡

镇中工作的基层干部。除此之外，随着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反哺”农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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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各种大型社会工程( 如乡村振兴)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基层政府向“服
务型政府”转型，越来越多在城区工作的政府干部被临时派往农村，“城乡
两栖”和“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干部正日益成为中国政府内部的典型干部
类型。那些“背井离乡”到乡村驻扎开展工作的扶贫工作队员，其日常生
活形态也表现为“工作生活一体化”( 邓燕华等，2020 ) 。那些远离家庭，
长期外出不归，成为“带有一定社区参与程度的半居民”的基层拆迁人员
的日常生活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工作生活一体化”( 林叶，
2018: 192) 。因此，“一体化”是基层干部的一种常态化的工作生活形态，
只是由于形塑“一体化”的主导力量不同，干部“工作生活一体化”的持续
时间长短不一。本文认为，“工作生活一体化”中隐含的城乡空间、家庭生
活拆分状况与干部行动伦理结构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政府治理的潜

在影响，或许是以“人”为中心的政府行为分析的重要切入点。就此而言，
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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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ng the Indeterminacy of Labor Mobil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Online Day Labor Intermediaries in City B

Zhang Xiaochen ＆ Wang Jianhua 196……………………………………

Abstract: Under the flexible accumulation regime，capital confronts a high degree of

indeterminacy in labor mobility within both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labor market.

Compared to other forms of employment，indeterminacy of labor mobility arises from

day labor does not receive commensurate academic attention. Field experience from

the online day labor market in City B shows that intermediaries adopt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across stages: talent pooling and engagement in labor outreach， over-

recruitment in hiring，and continuous on-site presence in coordinative management，while

flexibly exploiting the diverse subjectivities of workers. Unlike platform labor，online day

labor is embedded within the production’s division of labor，making it difficult for

platform algorithms to coordinate via platform algorithms and thereby requiring

collaboration among different capitals in end-to-end management. In contrast to labor

dispatch， its labor demand and business scenarios are more volatile， prompting

intermediaries to develop strategies of over-recruitment and continuous on-site presence．

Keywords: labor mobility; day labor; labor market order; subjectivities

“Integration of Work and Life”and Ｒ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Taking

Dual-Ｒesidence Cadres as an Example

Zheng Bowen ＆ Di Jinhua 224……………………………………………

Abstract: The daily work and life patterns of dual-residence cadres serve as a critical

clue to understanding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n Xi

town，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fundamental backdrop of“integration of work and

life”，leads to shifts in the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in which cadres in Xi town are

embedded. This situation demands that this group adhere to corresponding ethical

582



norms，thereby bringing family dynamics and their associated principles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forefront. These changes enable the“integration of work and

life”to objectively play a role in alleviating the governance dilemmas faced by rural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he connections implicit in the“integration of work and life”

among urban-rural spaces，family separation，and ethical structures may serve an

effective lens for analyzing human-centered government behavior．

Keywords: dual residenc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amily separation; action

ethics;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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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 of Sleep: A Sociological Ｒesponse to the Sleep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 Li Xiaoyu ＆ Li Yuanyuan 252……………………………………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widespread sleep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critical

role of sleep in shaping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well-being，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greater sociological attention to sleep. This article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introduce the emerging field of the sociology of sleep，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and summarize research progress across seven key domains: body and

self，social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s，labor and production，politics and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inequality， medicalisation and healthicisation， and digital-

intelligent society. On this basis，the article reflects on existing findings，outlin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and discusses potential research innovation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the sociology of sleep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sociology of sleep

not only broadens the theoretical horizons and analytical boundaries of sociology，but

also offers new insights for examining existing research agendas. It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public awareness of sleep health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leep-

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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